
名家点题

应从投入产出关系角度

分析政府运行成本高低

白景明

近年来政府运行成本高低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而如

何评价政府运行成本高低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争论不休

的难题。一般的规律是，公众总是既要求政府增加公共产

品供给、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又要求政府降低运行成

本，而财政供养人员又总是抱怨自己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

上涨。面对这种矛盾格局，政府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

寻找两种意见的平衡点。要做到合理地分析政府运行成本

高低，必须首先从财政支出的一般本质特征出发去思考现

实。就一般性而言，财政支出本质上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的资金投入，最终表现为人力和物质的消耗，这也就是说，

任何一项支出都不是单纯的付出，而是要产出公 共产品。

由此在研究政府运行成本高低时，必须把行政成本支出和

公 共产品供给结合起来考察，孤立地列示支出数额不能说

明支出的优劣，即必须从投入产出关系角度去研究行政成

本高低。

从投入产出关系角度研究政府运行成本高低，就是

要看到这项成本是公共产品产出的一项必要投入，投入的

多少与公 共产品产出有着内在比例关系。换言之，研究行

政成本高低，更应该深入探讨公 共产品供给对行政成本

变动的约束，据此，理应首先阐释清楚公共产品产出对行

政成本变动的基本约束作用。从理论角度看，公共产品产

出对政府运行成本高低有四层制约关系：

其一，公共产品供给量决定政府运行成本总量的变动

方向。公 共产品供给投入包括三部分内容：政府运行成

本；公共产品中包含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如校舍、道路、

博物馆等；转移性投入，比如财政补贴、社会保障补助

支出等。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投入的一部分，政府运行成本

是指公共产品供给管理和公 共产品创造的基本费用，是

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条件投入，具体包括人员劳动力补

偿支出（工资、福利、医疗、继续教育等）和公务费支出（办

公用房、公用设备、交通工具、会议等）。公共产品供给量

与政府运行成本数额具有同向变动关系。当公共产品供

给量增大时，劳动力补偿支出和公务费可能交替增长也可

能同步增长，哪种情形会出现，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量增

大的程度。但必须看到，由于公 共产品“手工制作”程度远

大于私人物品，在政府运行成本构成中人力投入比重始

终比较高。

其二，公 共产品供给质量状况决定政府运行成本高

低。在一个国家内，公众总是要求公 共产品质量不断提

高，政府也只能顺应民意。但是，同私人物品供应一样，

要提高产品质量，产品供给主体就要加大投入。就公共产

品供给而言，优化质量意味着必须加大人力和公务费的

投入。比如公共安全，当犯罪的“科技含量”增大时，要保

持一定的破案率，公 安部门就必须加大高科技设备购置

和高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再比如要提高教育质量就要

加大教师队伍建设投入和教学设备投入。再比如质量安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全检测，当造假水平提高时，不加大高尖端检测设备投入

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由此也要引进会应用设备的高科技

人才。

其三，公 共产品供给结构变动决定政府运行成本高

低。一个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就趋势而言是不断变动

的，每一次大的变动都会引起政府运行成本相应变动，当

政府强调要增加某类公共产品供给时，相关运行成本总要

增加。西方国家二战后走上福利国家道路，实际上就是在

调整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量。但是，构

建庞大的公共福利体系既造成了福利支出的快速扩张，也

直接推高了政府运行成本，为缓解收支矛盾，西方国家被

迫在上世纪 90年代压缩公 共部门、把部分国有企业私有

化，直至目前，公共产品供给扩张导致的政府运行成本居

高不下与公众要求压缩行政成本的矛盾依然尖锐。事实上

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比如印度，目前加强国防

是政府和公众都愿意做的事，但加强国防军方就要求涨工

资，对此，公众又有意见，从而形成了一种矛盾格局。

其四，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特征决定政府运行成本高

低。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是指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管理体

系，具体包括供给主体结构、机构设置、政府数量三方面

内容。在一个国家内如果公 共产品基本上全部由政府机

构提供，那么，政府运行成本势必较高。反之，则相对低

些。发达国家政府运行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中国低，

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非赢利机构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产品供

给职能。比如日本，由志愿者组成的公共福利协会现在已

成为无偿关护老龄人的重要机构。就一般情况而言，政府

机构数量多，运行成本就比较高。

显然，如果从公共产品投入产出关系角度、依据上述

四点约束关系分析我国政府运行成本的话，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基本判断，即：我国政府运行成本呈上升趋势有其

客观必然性，把政府运行成本上升完全归结于管理失控

是以偏概全。进一步说，这一判断是以下述事实为支撑点

的：13亿人口的大国里有着 2亿义务教育适龄儿童、8000

多万残疾人、上亿老龄人、5000多万享受低保人员，这些

人需要特定的公 共服务，而 13亿人每个人都需要治安、

垃圾处理、饮水安全、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压

力带来的如此巨大的、举世无双的公共产品供给量，无论

是按照何种人力投入系数标准来推算，财政供养人员绝

对数都会是世界一流的；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原则

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调整具体化为“扩建”公共福利体系，

由此而推进的构建农村医疗保险体系、农村低保体系、城

镇全民医保体系、农村饮水安全体系、城市农民工社保

体系、提升城乡义务教育水平等战略性举措正在客观地要

求政府增加人力和公用经费投入。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要求政府加紧环境治理，城镇化率的提高带来的城市人口

剧增，连带出了社区管理事务的加大、步入法治化社会后

诉讼案件数量加速增长，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增

加人手、完善办公设施。

必须说明，肯定政府运行成本增长有客观必然性绝

不是说政府运行成本支出没有管理不善之处，应当承认

遍布各地的豪华办公楼、一个县级政府组成机构的每位

领导都配备专车、会议过多过滥，确实有浪费的成分。控

制政府行政成本超常增长还是应当从公共产品投入产出

关系角度去寻求对策，具体来说就是在确定什么是不合理

的成本支出时首先要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结

构、空间和阶层的分布对政府运行成本是什么要求，由此

反推成本数量边界，做到这点需要建立有关的产出——成

本计量分析模型。西方各国家各级政府都在进行这方面

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效果也是明显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建立政府运行成本的产出——

成本计量模型首先要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细化公共

产品供给标准，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标准。比如

垃圾处理，有必要先核定清楚垃圾处理水平、人口与垃

圾处理厂的数量配比、垃圾处理厂的处理能力标准。明

确界定了公共产品供给标准之后，就可以反推相关机构人

员需求系数和公务经费需求系数。二是财政供养人员生活

保障程度。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改革，改

革中更多的是讨论如何确定数额，但有一个关键原则还不

明确，即：究竟保障财政供养人员处在什么样的生活水平。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工资数额永远会是一个争执不下

的问题，因为各地物价、财政收入能力、改革前的收入水

平不统一，谁都希望通过改革增加收入。从世界各国经验

角度看，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水平定位在当地中等收入阶

层的收入水平较为合适。这一经验似可借鉴到中国，在不

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政供养人员收入水平的条件下，

可允许各地按照当地的中等收入水平来确定财政供养人

员的综合收入。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明确的依据来核定人

员供养成本。三是清晰界定基本公务费的支出标准，比如

办公用房、信息设备、办公用品耗费等。四是建立完整的

公用经费项目支出评价体系。所谓完整，就是所有项目预

算都要经过程序严谨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价，特别重要

的是立项评价。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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